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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通學養、成就全人》--訪蘇基朗教授 

訪問、撰文：Ophelie C 

 

 
 
「我的領悟是為史之道，要在以立心為本。若然心在名利，則是名利之史。心在生民，則是
經世之學。心狹則史識難以博通，為人則史德終成大器。」 
 
蘇基朗教授在〈《倬彼雲漢：許倬雲先生學思歷程》文集付梓誌慶〉一文如此描述自己大半

生的史學體悟。年屆七旬的他剛從學術行政崗位退下來，筆者有幸在他剛退休十天，就在馬

料水和煦的午後陽光下，聽他回顧過去半世紀大學做人做事的耕耘和得着。席間他強調行事

做人的立心，以及學貴博通，期望大學教育是讓學生成就全人。正如他在澳大〈中西住宿式

書院教育的前世今生〉一文援引新亞書院學規：「祛除小我功利計算，打破專為謀職業謀資

歷而進學校之淺薄觀念」、「職業僅為個人，事業則為大眾。立志成功事業，不怕沒有職

業，專心謀求職業，不一定能成事業」等理念，他冀望學生不要淪為知識的工具。他笑說：

「那你對社會有沒有作用？當然有作用，你成為工具嘛，但教育沒理由是教育一個人去做工

具，你要教育他們成為一個幸福且能夠創造幸福的人，知識只是其中一個元素。」 
 

「我大半生在大學不過是教育事工。」蘇教授說得謙虛，但筆者所見，他擔當過的崗位，件

件都是大事。他在千禧年前後出任中大歷史系系主任，帶領歷史系創辦比較及公眾史學碩士

課程。蘇教授在〈入世史學：香港公眾史學的理論和實踐〉一文中談及推行改革，難關重重。

公眾史學追求貫通，不囿於學科畛域，講究活用專門學問，以民為體、以民為用、以民為法 

(history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強調各學科不應劃地為牢。

蘇教授坦言這一理念在學術界實屬大逆不道，事關拆牆鬆綁，勢必觸及部分人利益。但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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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歷史系同仁在財政萎縮的大難關面前，

拋開恩怨和成見，萬眾一心迎難而上，

他憶述：「大家當時突然間好像有些理

想，決定忘記背後、努力向前，這是很

值得驚喜的。我認為當天我們可以成功，

也是靠這一點。」 

 

蘇教授坦言，當時逼不得已才推動改革，

然而改革過程擴闊自身眼界：「這涉及

你對大局、前景，以及你對現在狀況的

了解。有時你的了解跟別人不一樣，可

能別人認為不需要變，但你認為需要。

這些涉及認知問題。你要做這個決定 (推動改革)，就要不斷尋找知識，知識不足就要去學新

的知識」。這番改革經驗成為他後來致力推動通識與全人教育雛型，當中精髓在於學養的貫通，

他笑說：「知識同做人是有關的，你不要把它分開。如果你讀的書跟你做人是無關的，那就叫

『唔通』啦。」 

 

破例同時兼任教務長及協理副校長 

將公眾史學改革經驗帶到大學層面 

 

蘇教授後來在行政崗位更上層樓，2004年

應劉遵義校長之邀，在中大由英式行政轉

型為美式之過渡時期，破例同時兼任中大

教務長以及後來新增的協理副校長職位，

之後又擔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等數之不盡

的崗位。外界看來平步青雲，實則他也有

過痛苦爭扎，一來擔心影響本業史學研

究，二來也擔心自己對全體中大學生可以

有何貢獻。「後來怎麼想通的？就是將在

歷史系的經驗帶上去。當時改革重點就是

要貫通嘛！就是要將之前的框條打通，明

白我們是要教育一個人。這道理搬到整間大學也是一樣的，當去到大學層面，有很多其他學

科我是不懂的。但大家都是教育人，都是一樣的。所以我相信自己當教務長就不會不稱職了，

我是有些東西可以貢獻的。後來還覺得，我是為香港下一代而做的，管理好中大教育，其實

還可以影響整個下一代。」也正因為學養貫通，自此行政與研究工作不再是魚與熊掌：研究

所得可以應用於行政；行政、處世所悟亦得以輔助研究，兩者相輔相成。 

 

縱觀蘇教授走過的路，不難發現他比一般學者勇於接受新挑戰、離開舒適圈。年屆五十九，

他離開工作逾十八載的中大，毅然到科技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暨人文學部主任。他笑言當初應

聘科大是「喝了半支紅酒，才能糊裹糊塗痛下決心去闖一闖」。八年後，他再暫別香港，應

聘到澳門大學當副校長三年。筆者不禁好奇，長期在一個地方從事行政工作，難免比一般人

更難離開熟悉的舒適圈。始終到新地方就要適應新環境、新人事、新規則，但不斷創新求變，

大概也是蘇教授為人之道，當中自省尤顯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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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回望，最可怕

的地方不是有新的遊戲

規則，也不是你要學新

遊戲規則，最困難的是

你自己過不到自己那一

關。因為你自己覺得我

的舊遊戲比你的新遊戲

更好，覺得『為甚麼我

要學你的，不是你學我

的？』但你覺得別人的

遊戲不合理、笨拙，其

實是你傲慢，自己不知

道的。你會給自己很多

理由，例如『你這樣不

夠效率』、『這是不合

理的』。你可以說數萬

種道理，但說到底只有

一句，你看不起別人。

你看不起別人會衍生很

多問題，首先你在新環

境不會開心，你看不起

的東西卻要跟從就不開

心，第二你沒法好好學

習、好好聆聽，那你就

無法真正摸通和欣賞對

方為何這樣做，無法令

對方信服而在新環境開展自己的抱負。」 

 

感激太太蘇壽富美支持 

「這一切也是因為與我太太合作才會發生的」 

 

「在教育事業上，我會覺得我在澳大三年比科大八年多做了很多，而科大八年又比中大十八

年多做了很多。」正因如此，蘇教授形容應聘科大和澳大均為當時「人生第二好的抉擇」，

筆者很認真問道：「那最好的抉擇是甚麼？」「當然是決定向太太求婚啦！哈哈哈！」這答

案實在讓我反應不來，一下愕住了。畢竟當時一直在談學術和行政，萬料不到他會興奮地提

起太太蘇壽富美。蘇教授神采飛揚地細說伊人對他做人做事的影響：「我目前在學術上做到

的，和預備以後二三十年要做到的，這一切也是因為與我太太合作才會發生的，是她啟發我

想到這些東西，然後大家一起搜集資料，一起艱辛地創造出研究成果。所以這些東西已經不

知道是誰的了，究竟是我太太的還是我的？我已分辨不到，基本上是兩個人的。」 

 

蘇壽富美是日本人，本身是多倫多大學哲學博士，主修教育學，興趣是跨文化溝通及語言教

育，課題包括比較法律和企業文化等，仔細看蘇教授發表過的論文，不少都是跟她合著的。

蘇教授坦言，他特別注重人文通識教育、全人教育，強調知識傳授與品格培育並重、德智雙

修等等，都是受太太教育學專業背景啟發，否則不會萌生這些理念。在科大八載，兩人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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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獲大學研究資助局批出「優配研究金」 (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 贊助研究，他

說時難掩自豪：「我是首席研究員，太太是共同研究員，在香港這樣通過嚴格審批一起從事

研究的夫妻檔，應該沒有太多人吧！」 

 

 
蘇氏伉儷婚照（左）兩人 2013年 11月在巴黎一起遠赴著名的社會科學高等學院 (EHESS)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並首次一起宣讀合作研究成果。（右） 

 

細看兩夫婦的研究題目，不難看到都在蘇壽富美的興趣範疇內。首個 GRF 題目是研究日本金

港堂與上海商務印書館教科書出版商的比較，第二個題目則比較明治與民國法學家加藤弘之

和吳經熊憲法理論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第三個研究則在第一個研究基礎上，加入英美

的出版商麥美倫作比較，貫徹比較史的理念。蘇教授說：「這四間公司是差不多時間註冊的

股份有限公司，當時日本和中國剛剛有公司法，而英美差不多時候也有新的公司法規。四地

規管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其實大同小異，但這四間公司的實踐卻很不同，例如出發點、公司

管治模式、策略、業績等，都是全然不同的。所以有很多東西值得比較。公司法是全球性的，

各地條文也是差不多的，但中間有本土化過程，所以我們這裏有四種本土化過程的故事。而

當中有兩間公司來自西方，這個十分重要。因為很少人研究東亞本土化時也同時研究西方的

本土化。我們不認為本土化必然是非西方的，我們不必受這個框架的束縛」。 

 

任職澳大副校始通達人情 

悟謙遜、尊重、聆聽的重要 

 

及至澳大主管學生事務，在住宿書院建

設全人教育，「期望裁培有思想深度及

富責任感的公民與社會領袖，避免產生

擅長專業、牟利進取，但偏見狹隘而罔

顧公益的自私自利之徒」，可以說是蘇

教授貫通公眾史學、通識教育乃至全人

教育的實踐。此時他自覺處事作風更通

達人情，太太當然是關鍵：「起初每天

上班時我太太也會跟我說，記住三個

字，humble, humble, humble (謙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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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這三個字才上班。這句很重要，我覺得這三年我 humble 了很多，此話何解呢？歸根究底

就是尊重，這影響到你能否看到別人背後的憂慮。例如做一樣事情時，很多人反對。以前我

在中大工作時可能會死撐，可能會跟對方爭論，以前可能會導致關係緊張，強行過關又弄得

大家有矛盾」。 

 

 
 

他坦言，活到六七十歲仍在不斷學習和完善自我，「你要對別人有尊重，坦白說就是當你看

到很不合理的東西，你是否真的可以尊重？我現在回望就

是，在歷史系裏頭是做不到的，做教務長時也仍然做不到。

到科大都做不到。雖然不斷覺得需要做但還是會動氣，我要

到澳門大學才做到一點點。聆聽別人需要真誠，如果看不起

別人你如何做到真誠？不尊重人是無法騙人的，人家會感受

到。所以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問題，就看你能否真正做到心

胸廣闊。你可以不同意，但你必須尊重，這都是我近年才稍

為領悟一點點的。」 

 

蘇教授今年年屆七十，仍活力十足，更打算與太太一同再次

離開舒適圈，進軍全新的研究領域。他雄心壯志大談未來志

業：「我們未來計劃用二十至三十年研究美國憲法思想，切

入點是 20 世初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法學家及最高法院大法官霍

姆斯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筆者看過他們

合著的一篇文章，原來霍姆斯的叢林憲法權利觀對民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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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為中國輸入西方憲法的吳經熊影響甚深，當時知識份子趨之若鶩，部分影響延伸到現在。

難怪兩夫婦想以廿一世紀環球中國視野重新研究和檢視上世紀美國憲法思想的風起雲湧。 

 

 
 

訪談過後，蘇教授跟筆者一起在放工放學繁忙時間乘坐東鐵，一起擠在沒有座位的車廂，貼

地感受大眾的忙碌。閒談間，他說起舊作《刺桐夢華錄》(按：刺桐即閩南泉州古稱)：「我

在七、八十年代花了二十年研究馬可勃羅盛稱東亞第一大港的泉州，也是出於關心當年一片

䌓榮興旺的香港前景」。他坦言自己也驚訝，這二十多年前的研究好像預告了香港現在面對

的困境。但他保持樂觀：「結論是很正面的，最重要是要了解問題根源，例如金錢、權力和

背後的人性問題。最終決定香港命運的還是事在人為」。他說到現在還是會時刻提醒自己，

史學研究是為教育、為社會而不為名利，臨行前給筆者的這句話饒富深意：「其實，渴望別

人覺得你是好人，都是一種名；要時刻警惕自己的立心，真正做到心不在名利，始能為人為

己，創造更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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